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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
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
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
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
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
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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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investigation data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from 8 cities，the paper divid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to 3 dimensions:economic in-
tegration，cultural integration，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Family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are predicted，
which involves family characteristics，family member move，generational interaction，rural family assets and
difficulties． Using MLＲ method，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n migrant work-
ers＇ urban integ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family characteristics，except marriage，have more or less influ-
ences on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economically，culturally，and psychologically． The gover-
ment needs to desiyn citizenition of miyrant workers policy from the persepctive of family as a whole，im-
prove their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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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
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工作的时间平均为 5 年，希望在城市定居的比例高达
67． 6%，①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长期或永久地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模式已逐
渐向家庭化趋势发展，与家人一起在城市中生活会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支持，最终从流动状态转变为移
民状态［1］。本研究即从家庭角度入手，探讨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入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及测量维度
社会融入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末社会学界对移民现象的理解，早期主要关注文化领域。芝加哥学
派学者 Park最早定义社会融入为“一种群体间相互同化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即不同族群通过共享历
史经验，互相获得对方的认知记忆、情感体验和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2］。随着研究
的深入，社会融入从文化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空间参与、社会权利和对社会的认同感、尊严感和满足
感等方面，现已发展为多维度的概念集合，社会融入被定义为“能够参与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
领域受到重视和关怀，同时获得互相信任、尊敬的人际关系的过程”［3］。
目前社会融入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Gordon 最早对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从文化和结构两个
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梳理，认为社会融入可以从文化融入、结构融入、婚姻融入、认同性融入、态度接受、
行为接纳和公共事务融入七个维度来测量［4］。Maxwell 认为社会融入应该包括构建共享价值观、缩
减收入差距以及融入共同体［5］。Bernard认为社会融入包括六对指标，即归属感与孤独感、包容与排
斥、参与与不参与、认可与拒绝、合法化与非法化、平等与不平等［6］。由于移民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
源于其二等公民身份，政治融入维度也被纳入其中［7］。
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与国际移民的融入既存在共性，也由于户籍二元分割制度而相异。从社
会化角度来看，社会融入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是对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再调整和再适
应［8］。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社会化过程可以使其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缩减与本地居民的差
距［9］。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其获得新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
的过程［10］。从现代性角度来看，社会融入不仅涉及地域迁移问题，更是在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等
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而向城市范式转变的过程［11］。
(二)家庭特征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在个体化的家庭理论中，家庭与其内部个体呈现相互作用的关系，家庭特征在理论上会对个体的
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根据新劳动力的迁移理论，移民迁移是个体为使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
择，因此家庭内部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家庭收入和支出、是否举家迁移、在农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等与
经济风险密切关联的家庭结构性因素将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主要关注家庭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已婚却两
地分离的婚姻状态对移民的社会融入有负向影响，它增加了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物质资本和心理成
本［12］。家庭结构对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具有一定影响［13］，不同的内部构成会产生不一致的融入水平，
成员较为年轻的移民家庭将更容易融入社会。家庭成员的数量造成了家庭负担的差异性［14］。
国内关于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分居家庭模式缺乏持
续定居意愿，而家庭迁移能够提供家庭互动，帮助农民工实现自我认同、求职发展和对城市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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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 2014 年在 8 个城市中进行的“心理健康与社会融入”调查。
应［15 － 16］。另一种观点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认为婚姻带来的重要血缘和亲缘关系使得农民工更依
赖强关系，强化其亚社会环境，阻碍城市认同和归属［8，17］。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收入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根本，家庭收入决定个人经济支出能力，为其融入城市提供物质基础，
对其社会经济融入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决定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已有研究证明了婚姻状况对
社会融入的积极影响［18］。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基本家庭变量包括代表家庭核心关系的婚姻基础、成员规模以及维持家庭日常运转的收
入、支出，这些变量均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产生影响。
家庭具有经济、情感、抚育等功能。家庭互动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和共同作用，其中代际关
系尤为重要，有效的家庭互动可以提升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地应对外界环境所带来的刺激
和压力［19］。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
假设 2:举家迁移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高于没有举家迁移的农民工，配偶、子女、父母的随迁均
会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产生正向影响，家庭互动有助于农民工社会融入。
农民工在农村拥有的资源既包括物质生产资料，也包括人际关系网络。如果在城市工作期间，在
农村的家庭遭遇困难，农民工就很难安心工作，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程度也会受到影响［20］。城乡距
离可能造成迁移成本的上升和生活冲突的扩大，影响其融入过程［21］。据此，本文提出假设三:
假设 3:在农村中拥有越多的土地面积和住房面积，农村家庭出现的困难事件越多，居住地与户
籍地距离越远，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越低。
(二)样本情况
本研究通过 SPSS19． 0 软件对“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来自国家卫计委 2014 年对全国 8 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
个月以上的 15 ～ 59 周岁农村户籍的人口。本研究聚焦农民工群体，剔除非本地的城市户籍人口、在
农村工作人口以及从事第一产业人口后，本文的数据样本量为 7 813。样本分布见表 1。
表 1 样本分布特征表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性别(N =7 813) 职业类型(N =7813)
男 4 549 58． 2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1 0． 3
女 3 264 41． 8 专业技术人员 510 6． 5
年龄(N =7 813)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51 0． 7
15 ～ 30 岁 2 361 30． 2 商业人员 2 153 27． 5
31 ～ 45 岁 4 539 58． 1 建筑人员 205 2． 6
46 ～ 59 岁 910 11． 6 服务性人员 2 880 36． 8
民族(N =7 813) 生产、运输人员 1 899 24． 4
汉族 7 566 96． 8 家庭月收入(N =7812)
非汉族 247 3． 2 0 ～ 3 000 元 731 9． 4
婚姻状况(N =7 813) 3 001 ～ 6 000 元 3 771 48． 3
未婚 206 2． 6 6 001 ～ 9 000 元 2 161 27． 7
初婚 7 401 94． 7 9 001 元及以上 1 150 14． 7
再婚 98 1． 3 家庭月支出(N =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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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丧偶离异 108 1． 4 0 ～ 2000 元 2 182 27． 9
受教育程度(N =7 813) 2 001 ～ 4 000 元 3 969 50． 8
小学及以下 911 11． 6 4 001 ～ 6 000 元 1 180 15． 1
初中 4 546 58． 2 6 001 元及以上 482 6． 2
高中 1 786 22． 9
专科 475 6． 1
本科及以上 95 1． 2
(三)变量
1．因变量
综合已有文献，本研究将社会融入界定为:社会融入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居住、适应城市生活并逐
步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形成城市社会归属感的行动过程及状态。这三个维度覆盖了众
多指标，具体指标处理如下:
(1)社会经济融入
本文将社会经济融入的测量指标选定为经济收入、职业声望、城市社会保障以及周工作时间。由
于指标的类型不同，本文对指标分别作了如下处理:
①经济收入是对收入的极端值进行处理后，根据极值法来量纲，使其统一单位并具有相对数性
质，其计算公式如下:Zj =(Xj － Min(Xj) )/(Max(Xj)－ Min(Xj) ) ，最终得出经济收入的标准化得分。
②周工作时间为每天工作小时数 ×每周工作天数，将周工作时间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Zj =(Max(Xj)－ Xj)/(Max(Xj)－ Min(Xj) )。
③职业声望:根据赛特的职业地位分层标准以及李春玲的职业声望表①对不同职业分类在［0，
100］内进行赋值，见表 2。
表 2 职业声望赋值表
职业分类 分值 职业分类 分值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83 建筑类工作人员 50
专业技术人员 74 服务性人员 43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60 生产、运输类工作人员 40
商业人员 55
④城市社会保障:该指标通过问卷中“您有下列何种社会保障”和“您目前是否有以下医疗保险”
这两个问题来进行测量，“有”赋值为 1，“无或不清楚”则赋值为 0，并将 10 项得分加总，得到城市社
会保障维度，对这十二项进行信度检验，其 Cro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09，信度很好，可以进入回归分
析。
我们将四个标准化的连续变量进行因子分析，KMO值 0． 700 并具有检验显著性，提取出“社会保
障因子”和“就业收益因子”两个公因子，按方差贡献率合成社会经济融入变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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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源于: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 社会学研究，2005(2) :74 － 102．
表 3 社会经济融入指标因子分析表
指标 社会保障因子 就业收益因子
平均月收入 － 0． 044 0． 758
职业声望 0． 073 0． 748
城市社会保障 0． 787 0． 144
周工作时间 0． 803 － 0． 110
特征值 1． 272 1． 167
解释的方差(%) 31． 802 29． 171
(2)文化融入
在测量农民工接受城市文化价值观、理念、风俗的观点感受量表中，将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
同意”五种程度分别反向赋值 1 ～ 5 分。量表的 Alpha信度系数为 0． 743，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分析
后得出 KMO值为 0． 750，检验显著，并提取出两个公因子“价值观差异因子”和“家乡文化保持因子”
(见表 4) ，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合成文化融入变量。
表 4 农民工文化融入因子分析表
项目 价值观念差异因子 家乡文化保持因子
遵守家乡风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 0． 018 0． 824
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0． 001 0． 853
我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 0． 062 0． 692
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0． 076 0． 772
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0． 810 0． 068
我的衣着打扮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0． 853 0． 008
我的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不同 0． 856 0． 038
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0． 840 0． 024
特征值 2． 831 2． 488
解释的方差(%) 35． 389 31． 103
(3)心理融入
本文将反映农民工对本地人的接纳程度、城市身份认同、本地人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等 12 个项
目量表作为心理融入的指标，并进行因子分析。前两项答案设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四个等
级，分别赋值为 1 ～ 4;本地人对农民工接纳程度进行反向赋值为 4 ～ 1。量表的 Alpha 信度 0． 763，
KMO值为 0． 888，Bartlett的球体检验显著，旋转后提取出三个公因子“农民工接纳因子”“身份认同因
子”和“本地人接纳因子”(见表 5)。同样按方差贡献率合成心理融入变量。
表 5 农民工心理融入因子分析表
项目 农民工接纳因子 身份认同因子 本地人接纳因子
愿意与本地人同住一个社区 0． 832 0． 235 0． 142
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 0． 868 0． 232 0． 118
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0． 877 0． 212 0． 129
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 0． 848 0． 226 0． 129
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 0． 580 0． 384 0． 065
感觉自己属于这个城市 0． 225 0． 846 0． 130
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 0． 236 0． 881 0． 123
把自己看作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0． 241 0． 863 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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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项目 农民工接纳因子 身份认同因子 本地人接纳因子
愿意成为社区的成员 0． 377 0． 685 0． 159
感觉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 0． 122 0． 122 0． 871
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 0． 136 0． 126 0． 922
感觉本地人看不起我 0． 126 0． 145 0． 892
特征值 3． 626 3． 111 2． 549
解释的方差(%) 30． 215 25． 922 21． 239
2．自变量:家庭特征
根据已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将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定义如下:在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维系的社
会生活单位中所具有的显性和隐性特征。其中显性特征是家庭的客观情况，包括成员婚姻状况、家庭
规模和完整状态、未成年子女数量、家庭收入与支出、农村土地和住房面积、家庭迁移距离;隐性特征
涉及主观动态，包括家庭代际互动、农村家庭的困难事件总数［16，22 － 24］。
基本家庭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规模指以农
民工为主体的主干家庭成员数量，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家庭成员随迁包括举家迁移、配偶随迁、子
女随迁、父母随迁四种，通过问卷中被调查者对家庭成员的现居住地(本地 /户籍地)填写情况获得数
据。举家迁移主要指的是以夫妇关系为核心的主要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和子女或父母，用于检验假设
1。代际互动变量操作化为“您平常是否陪孩子学习、玩游戏、带孩子去公园、看展览等”，答案为“几
乎没陪过、偶尔、经常、不适用”，前 3 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1 ～ 3，不适用作为缺省值处理，检验假设 2。
农村家庭土地面积、住房面积经 K － S检验后发现呈偏态分布，对二者进行对数处理后呈现符合用于
回归分析的正态分布。农村困难事件总数在问卷中操作化为“目前在您老家，主要有哪些事情让您
操心(多选题)”，选项包括“老人赡养、子女照看、子女教育费用、配偶生活孤独、干活缺人手、家人有
病缺钱治、土地耕种”，加总各项获得家庭困难事件的总数。家庭空间距离变量通过“流动范围:跨省
流动、省内跨市、市内流动”来测量。以上变量用于检验假设 3。
3． 控制变量
在回归模型中需要控制一些已有研究证明的、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的个体特征变量，具
体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本地居住时间。
三、分析结果
本研究分别以社会融入三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家庭特征为主要预测变量，控制年龄、性别等人口
学变量，建立 6 个回归模型。由于样本量较大，在回归中我们将每个模型中存在缺失值的变量删除。
对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 VIF值除了虚拟变量教育程度内 VIF值较大外，其他变量的 VIF 值均小
于 3，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多重共线性情况较好。在社会经济融入的模型 2 中，共有 7 个家庭特征指
标对社会经济融入有显著影响，模型 2 调整后的 Ｒ2 为 24． 3%，较模型 1 上升了 9． 2%;在文化融入的
模型 4 中，有 6 个指标具有显著影响，调整后的 Ｒ2 为 6%，较模型 3 提升 4． 3%;家庭特征对心理融入
影响最大，在模型 6 中共有 8 个指标呈现显著影响，调整后的 Ｒ2 为 5． 3%，较模型 5 提升 3． 8%，详见
下页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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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B为系数值，SE为标准误)
N =7 419
解释变量
社会经济融入 文化融入 心理融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a 0． 104＊＊＊(0． 290)
0． 106＊＊＊
(0． 277)
0． 013
(0． 285)
0． 011
(0． 286)
0． 080
(0． 239)
0． 013
(0． 245)
31 ～ 45 岁 b － 0． 023*(0． 334)
－ 0． 022
(0． 35)
－ 0． 031*
(0． 326)
－ 0． 012
(0． 346)
0． 028
(0． 273)
0． 026
(0． 295)
46 ～ 59 岁 b － 0． 079＊＊＊(0． 525)
－ 0． 055＊＊＊
(0． 557)
－ 0． 063＊＊＊
(0． 512)
－ 0． 060＊＊＊
(0． 540)
0． 017
(0． 429)
0． 021
(0． 460)
初中 c 0． 460＊＊＊(1． 076)
0． 427＊＊＊
(1． 052)
－ 0． 079＊＊
(1． 050)
－ 0． 064*
(1． 050)
－ 0． 040
(0． 881)
－ 0． 033
(0． 897)
高中 c 0． 354＊＊＊(0． 995)
0． 317＊＊＊
(0． 974)
－ 0． 027
(0． 971)
－ 0． 020
(0． 972)
－ 0． 029
(0． 814)
－ 0． 029
(0． 831)
专科 c 0． 219＊＊＊(1． 024)
0． 219＊＊＊
(1． 002)
0． 023
(0． 999)
0． 023
(1． 000)
－ 0． 010
(0． 814)
－ 0． 022
(0． 855)
本科及以上 c 0． 503＊＊(1． 141)
0． 465
(1． 123)
0． 050*
(1． 114)
0． 035
(1． 121)
－ 0． 008
(0． 934)
－ 0． 021
(0． 958)
本地居住时间
0． 085＊＊＊
(0． 031)
0． 035＊＊＊
(0． 032)
0． 027＊＊
(0． 030)
0． 008
(0． 032)
0． 049＊＊＊
(0． 026)
0． 041＊＊＊
(0． 027)
基本家庭变量:
初婚 d 0． 053(0． 353)
0． 251
(0． 802)
0． 061
(0． 220)
再婚 d 0． 006(1． 253)
0． 001
(1． 232)
0． 015
(1． 054)
离异或丧偶 d 0． 027(1． 326)
－ 0． 019
(1． 324)
0． 006
(1． 132)
家庭规模
－ 0． 008
(0． 488)
－ 0． 061*
(0． 487)
－ 0． 051*
(0． 417)
未成年子女数量
－ 0． 061*
(0． 517)
0． 014
(0． 517)
0． 010
(0． 442)
家庭收入
0． 241＊＊＊
(0． 901)
－ 0． 009
(0． 900)
－ 0． 028*
(0． 769)
家庭支出
0． 056＊＊
(0． 839)
0． 049＊＊
(0． 838)
0． 029*
(0． 717)
成员随迁情况:
举家迁移 e － 0． 020*(0． 338)
0． 043＊＊＊
(0． 337)
0． 030＊＊
(0． 288)
配偶随迁 f － 0． 099＊＊＊(0． 568)
0． 002
(0． 569)
0． 036＊＊
(0． 486)
子女随迁 g － 0． 008(0． 568)
－ 0． 019
(0． 376)
0． 022*
(0． 322)
父母随迁 h － 0． 014(1． 157)
0． 027
(1． 156)
0． 009
(0． 570)
代际互动:
偶尔互动 i 0． 063＊＊＊(0． 358)
0． 006
(0． 357)
0． 021*
(0． 305)
经常互动 i 0． 134＊＊＊(0． 471)
0． 011
(0． 470)
0． 056＊＊＊
(0． 402)
农村家庭资产:
家庭土地面积
－ 0． 045＊＊＊
(0． 193)
0． 008
(0． 193)
－ 0． 011
(0． 165)
农村住房面积
0． 038＊＊＊
(0． 279)
－ 0． 012
(0． 278)
－ 0． 010
(0． 238)
老家困难事件
0． 02
(0． 096)
－ 0． 093＊＊＊
(0． 096)
0． 103
(0． 082)
流动距离 j:
省内跨市
0． 040
(0． 297)
0． 132＊＊＊
(0． 296)
0． 059＊＊＊
(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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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解释变量
社会经济融入 文化融入 心理融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本市
0． 041
(0． 746)
0． 100＊＊＊
(0． 745)
0． 053＊＊＊
(0． 637)
常数 44． 077＊＊＊ － 24． 739＊＊＊ 53． 013＊＊＊ 46． 626＊＊＊ 62． 329＊＊＊ 62． 799＊＊＊
Adjusted Ｒ2 15． 1% 24． 3% 1． 7% 6． 0% 1． 5% 5． 3%
F值 199． 494＊＊＊ 103． 473＊＊＊ 21． 100＊＊＊ 22． 468＊＊＊ 4． 178＊＊＊ 55． 748＊＊＊
说明:* p ＜ 0． 05;＊＊p ＜ 0． 01;＊＊＊p ＜ 0． 001;2．参考类别:a，女性;b，15 ～ 30 岁;c，小学及以下;d，未婚;e，没有举家迁移;f，
配偶未随迁;g，子女未随迁;h，父母未随迁;i，几乎没互动;j，跨省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仅对社会经济融入具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融入
水平显著降低;受教育程度只对社会经济融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模型 1 显示，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
度的农民工相比，初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社会经济融入均呈现更高水平。本地居住时间对
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在短时间内，无论是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还
是对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的适应和接受，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都不可能取得明显进展［25］。所以农民
工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社会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水平自然能得到提升。
从模型 2、4、6 中可以发现，3 个研究假设都得到部分验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家庭变量除了婚姻以外，其他变量都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有不同的影响。婚姻状况对社
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均未能有显著影响，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一，婚姻变量被家庭迁移变量进行了一
定的消解;其二，未婚样本量占总样本量数量过少，仅占 2． 6%，而初婚比例则达到 94． 7%，造成了婚
姻状态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太大的区别度和参照意义。家庭规模对文化、心理融入有负向的显著作用;
未成年子女数量对社会经济融入有负向影响。家庭收入对社会经济融入具有正向影响，对心理融入
却产生了负向影响。经济对心理层面的负向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与同等水平收入的城市人相比，农
民工感受的排斥可能更多，导致其心理融入降低。家庭支出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均产生正向影响，
与本文对支出的假设相悖。这可能是因为，支出的大小往往与所处阶层和收入相联系，处于较低阶层
和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在经济支出上持谨慎态度，如果某个农民工家庭支出大是其常态，那么他的收入
水平、职业层次可能更高，从而具有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至于文化与心理融入，家庭支出越大的农
民工可能与城市文化接触越多，适应性和认同度在此过程中均可能得到一定提升。
第二，家庭迁移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呈现不同方向的有效影响;家庭中的代际互动对社会经济
和心理融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与个体流动相比，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在文化
和心理融入方面更好，并且配偶随迁的影响最显著，但其经济融入水平却呈现出更低的水平。以家庭
形式迁移的农民工，虽然加剧了城市生活的负担，如生活成本、子女就学费用等，但举家迁移的农民工
减弱了与老家的联系，更倾向于长期定居，具有较强的城市认同感［20］。另外，家庭生活的正常化、家
人的相互支持、亲密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影响力在家庭主干成员夫妻之间尤其重要，有助于减轻农
民工对城市文化和城市居民的对抗情绪，帮助其接纳城市生活。在心理融入方面，家庭中的代际互动
越频繁，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就越紧密，明确的家庭定位和责任的履行也有利于提升其城市认同感［21］。
第三，家庭土地面积和农村住房面积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入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与杨菊华认
为土地多寡无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20］。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家庭土地面积与经济融入水平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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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假设 3 得到验证。土地面积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有可能意味着土地收益越大，进而可
能降低城市的吸引力;其二，农村住房面积与经济融入呈正相关关系，与假设 3 相悖。与土地不同的
是，在当代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村房屋不具有创收和增值功能，但住房作为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具
有重要的保障功能，它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放手一搏，在经济融入中投入更多的精力。
第四，老家的困难事件对文化融入水平产生负向作用，部分验证假设 3。该变量测量农民工在老
家的困难问题，变量总分越高，文化融入越低。农民工的乡土牵绊和情结越重，其文化融入程度越会
受到影响。流动距离在回归分析中表现出对文化和心理融入有极为显著的影响，作用最明显的群体
是在省内跨市流动的农民工，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首先，从迁移成本的角度看，为使家庭经济风险
最小化，选择短距离迁移具有合理性。但以数据来看，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以及市内流动的农民
工比例分别为 52． 6%、43． 5%和 3． 9%，这与我们预期不符。其次，流动距离越远，其面临的文化冲突
将涵盖城乡和地域双重冲突，因此在省内流动和就地流动农民工的文化融入水平要高于跨省流动的
农民工。最后，与较近距离流动的农民工相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在心理融入方面得分更低，流动距
离越远，农民工与所在城市心理距离越大，心理融入水平越低。
四、结论与讨论
本部分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家庭特征因素并未完全验证前文假设对社会融入有统一的影响，其影响是有针对性的，家
庭因素是具体对某个维度产生不同影响的。这与个体化家庭理论所认为的家庭特征会对个人的行为
选择产生影响有所出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基本符合移民经济融合中的主流观点，即对社会经济融
入有重要影响。经济能力的提高并不代表农民工能认同城市，反而经济支出有利于农民工接纳城市，
农民工的相对高收入反而阻碍其心理上接纳城市生活。农民工来到城市的初衷是提高经济收入，谋
求职业发展以及享受城市文明，然而看不见的门槛将他们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
市生活，即使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并不能带给他们心理上真正对城市的认同。
收入和支出并不一定处于同一发展方向，它可能还与农民工个体的习惯、理性选择和家庭负担程
度相关。农民工家庭资产仅对客观方面的社会经济维度产生作用，且方向不同。中国的劳动力在城
市化进程中显现了“不完全转移”的特征，农民工家庭并没有真正脱离土地，土地成为农民工融入城
市的一大阻碍。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土地一方面牵系着农民工的情感，另
一方面土地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成为农民工投入城市生活的约束。相对土地来说，农村住房是农民工
的经济保障，它可以使农民工从发展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城市的生活和职业。
其次，家庭迁移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迁移形式，然而这种形式在融入层面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它帮
助农民工在心理和态度上接受城市生活的同时却限制其经济上与城市融为一体。这验证了部分学者
对于家庭团聚能够增强农民工定居意愿、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接纳程度的结论［15］，反驳了关于家庭
迁移不利于个体社会融入的观点。小型的核心家庭相比于传统家庭而言更利于流动，并形成多元的
灵活格局，但在社会保障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容易成为社会经济融入的障碍［26］。另外，根据新劳
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移民的迁移是一种家庭的集体行为，目的是使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家庭风
险最小化。城市是一个高度分工和具有风险的社会，农民工举家迁移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生活，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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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个体都在传统和转型中寻求契合自身需求和能力的落脚点，并在家庭内部寻找安全感和认
同支持［27］。这对于政策上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来说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在意愿
和软实力上可以有力融入城市，政府可以从经济层面上帮助这一类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例如社保一
体化，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等，此举也可以吸引未举家迁移的群体在将来融入城市。
最后，家庭代际间的互动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和心理融入有积极影响。代际关系是家庭的重要
纽带，家庭关系稳定有序对个人的工作及心理状态都有积极作用。虽然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有所下
降，但家庭的情感功能依然较强。家庭留守成员在农村产生的困难事件是农民工在文化上融入城市
的一大阻碍。目前，留守儿童也成为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健康问题以及未来
发展都潜伏着极大的隐患，将下一代带入城市无论是对农民工还是其子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Mincer将成员迁移后的家庭内部关系描述为一条具有弹性的“皮筋”，家庭中的流动者和留守者分别
是联结这条皮筋的两端，并在行动过程中形成具有负外部性的家庭束缚［28］。因此，解决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问题需要多元视角，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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